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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

上日益活跃,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也得到国际上外交学界更

多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的外交学学科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 当今外交学研究

为何繁荣? 中国外交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或学派? 目

前,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为此,本刊

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田田叶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张清敏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

策,近年来主要研究外交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著有«当代中国外交»
«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等.

２１世纪中国的外交学研究
———张清敏教授访谈

本刊特约记者

田田叶(以下简称“田”):您能否先介绍一下中国外交学学科形成和发展

的历程?

张清敏(以下简称“张”):外交学研究的对象是外交活动,外交学研究与外

交实践具有密切联系.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活动曾一度非常活跃,在
此基础上产生了丰富的外交思想.但是,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处于萌芽状态

的中国古代外交失去开花结果的机会,也就不再有外交学的研究.

从源头看,今天的中国外交学研究是舶来品.外交学及与现代外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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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概念,如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独立自主等都源于西方.有些是在中国

抗拒并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开始接受的.如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意

识到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必要性,于１８６２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机

构被看作是现代外交制度在中国的肇始.两年后,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将惠顿(H．Wheaton)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翻译成«万国法»,成为

中国引进的第一部介绍国家间规范的著作.１８７６年,联芳、庆常等将德国外交

学者查尔斯马顿斯的«外交指南»翻译成«星轺指掌».① 国际法和外交学著

作被译成中文表明,与外交相关的思想和理念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

形成而传入中国的.
有学者认为,１９０６年美国学者福斯特(JohnWatsonFoster)的«外交实践»

(ThePracticeofDiplomacy)及１９１６年萨道义(EarnestSatow)的«外交实践

指南»(AGuidetoDiplomaticPractice)的出版,是外交学从国际法学分离而

自成独立学科的标志.②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国就有对外交学的介绍.有研

究显示,“中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１９０２年提出宜设‘外交学’专
科”.③ １９１９年,北京大学改革学科制度,废科改门设系,将政治学划归为法学

学科,“政治学系形成了以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行政学、
外交学为主要课程框架的学科体系”.外交学是五门主要学科框架体系中的

一个.④

从１９２１到１９２７年,北京大学政治系必修科目包括“政治和外交史(周览、
陈源主讲)”.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政治系的必修课包括“中国外交史”(蒋廷黻主

讲)和“西洋近代外交史”(张忠绂主讲).在西南联大时期,又增加了“外交行

政”课程.⑤１９３９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后留校任教的陈体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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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德〕查尔斯马顿斯 (CharlesdeMaetens):«星轺指掌»(GuideDiplomatique),(清)联芳、庆常译,
〔美〕丁韪良 鉴定、校核,傅德元 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该书作者为德国人查尔斯
马顿斯,曾出任驻外公使,对外交礼仪、制度较为熟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组织翻译和审校此书,译者为同

文馆学生联芳、庆常,满族人;近代维新思想家王韬为该书作序.该书翻译所依据外文底本是１８６６年德国莱

比锡法文版.中国古代习惯上称皇帝的使臣为“星使”,称使臣所乘车为“星轺”,至晚晴仍沿此习.顾名思

义,“星轺指掌”即指使臣必备之书.该书主要论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即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后,
各国之间因相互交往而逐渐形成的外交制度、准则和礼仪,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该领域知识的译著,填补了

中国外交制度书籍的空白.全书共有正文３卷,１４章,９０节,续卷１卷２８章,以及公文程式等.
杨振先:«外交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第１页.
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１１年第１１期,第４３—４４页.
金安平:«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前生今世»(上),«政观生活»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７日,http://www．sg．

pku．edu．cn/content/? １３１３．html,２０１７Ｇ０９Ｇ０５.
肖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３７—１４７页.



在西南联大讲义基础上出版的«中国外交行政»至今仍然是这个学科难得的佳

作.① １９３０年,国民党中央为培养外交事务专门人才,在南京红纸廊的中央政

治大学设外交学系,成为“中国最早”“当时独一无二”的外交学专业.② 为适应

学科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出版了多种外交学的教材和辞典.③ 因此,中国国

际法学科奠基人之一的周鲠生先生认为,外交学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成为中国的

一门新学科.④

需要指出的是,受欧洲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学一开始是作为国际法的

一部分而被引进的,当时主要用“国际法”“外交学”或“外交史”等称谓,还没有

出现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这样的概念.应该说,外交学是中国国际研究的

先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设有外交学系.１９５４年,在关于印度支那

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为迎接中国外交可能出现的新局面,中央决定在中国人

民大学外交学系的基础上设立外交学院.此外,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

民大学都设立国际政治系,虽然研究侧重点不同,但都是以国际政治的面目出

现.“文革”爆发后,中国外交一度孤立,外交学院被解散,外交学的发展受到

影响,其他大学停止招生,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研究受到很大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外交工作迎来新局面.１９８０年,

外交学院复校即设立外交学系,被称为外交业务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国内

唯一的外交学系.１９９６年,教育部开始设立外交学本科专业,包括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设立外交学系,至今有２４个高校招收外交学专

业的研究生.但是,受美国传统的影响,当今国际研究多被称为国际关系,国

内多数大学设立了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成为国际关系研

究的一个部分.

田:那么,当今中国外交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如何?

张:外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受到中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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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陈体强:«中国外交行政»,重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５年版.
有关早期外交学科的发展参见台湾政治大学网页上有关外交学系的介绍http://www．ocia．nccu．

edu．tw/dep/pages．php? ID＝dep１,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０５.
参见蔡孝宽:«外交论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６年版;廖德珍:«外交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

１９３０年版;杨振先:«外交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版;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

１９３７年版;王卓然、刘达人主编:«外交大辞典»,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７年版.
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第４３—

４４页.



内政治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与世界关系,特别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外交实

践的影响.概括来说,中国外交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消化或中国化及研究多

元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当今中国外交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的外交

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外交学的理论和成果.对产生于欧洲的外

交学学科,晚清开始有介绍,民国期间有了一些成果.早在１９４２年,即欧美国

家废除与中国之间存在的不平等条约的当年,郭节述将英国外交家尼科尔松

(HaroldNicolson)于１９３９年出版的«外交学»翻译成中文.新中国成立后,这
本书再次被翻译成中文.① １９５７年,«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首次被翻译成中

文,１９８４年,根据新的版本,又重新翻译了该书.②１９４９年１１月,为了学习苏

联,新华书店在东北出版发行了摘自时任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大辞

典的一部分,以«外交»的名字出版,用以指导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
改革开放之初,该辞典全书被译成中文在中国正式发行.③ 这本在当今国际外

交学界颇具争议的外交辞典,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视野下的外交学,在某

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国际倾向,对中国外交学界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外交学院周启朋、杨闯等教授组织编

译的«国外外交学»,不仅翻译和介绍了欧美主要国家代表性的外交经典,也选

择和翻译了社会主义苏联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外交理论代表,第一次从全

球视野引进了国际上主要国家的外交学研究成果和代表性观点.④ 值得一提

的是,该书介绍了美国对外政策(比较对外政策)的流派渊源,并把１９８８年发

表于«国际组织»上的“双层博弈”理论翻译过来.十年以后,国内学界才开始

关注这个理论.后来,周启朋等又翻译了巴斯顿的«当代外交»,⑤外交学院教

授高飞组织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国外外交学最新研究成果«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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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尔科逊:«外交学»,郭节述译,重庆: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２年版;〔英〕哈罗德尼科松:«外交学»,眺
伟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英〕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编译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英〕
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该书有六个版本,已经印刷了十余

次,最新的第六版２００９年出版以来至今也已经再版三次.SirIvorRoberts,ed．,SatowsGuidetoDiploＧ
maticPractice,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苏〕安扬维辛斯基、〔苏〕苏阿洛佐夫斯基主编:«外交辞典»,杨穆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
周启朋、杨闯等编译:«国外外交学»,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英〕R．P．巴斯顿:«现代外交»,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学译丛»,①这些译著将国外外交学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介绍到中国,在
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上功不可没.

第二个阶段是外交学的中国化.外交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外交学研究界接

受的第一个政治任务,但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中国

学者在翻译引进国外外交学著作的同时,逐步尝试出版自己的教材.直到

１９９７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外交学概论»才得以出版.随后又有多种版

本的外交学教材,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民国时期的成果.② 除了这些基本的教材

外,世界知识出版社还编译了一些丛书,包括国外外交官的回忆录;一些退休

的中国外交官员回忆录;中国驻外使节外交生涯丛书;介绍外交外事知识的丛

书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工作的领导人,近年来先后出版了各自

的回忆录,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亲历的中国外交大事或外交经历.③ 这些与

外交部组织编写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和«中国外交辞典»等一起,为当代中国

外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素材.④

第三个阶段是外交学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经过引进消化而

形成.外交实践既是外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中国外交学研究服务的对象.
随着中国外交领域的扩大,行为体的多元化,中国外交呈现全方位、多层次、多
领域的特点.与之相适应,外交学研究也具有类似的特点,涉及不同行为体和

不同领域的各种形式的外交应运而生,对外交的不同方面或对各种形式外交

的研究也多了起来.如外交思想、公共外交、城市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
经济外交、外交礼宾礼仪、卫生外交、主场外交、多边外交、环境外交、首脑外

交、第一夫人外交等多种形式和领域的外交空前活跃,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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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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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这套丛书包括:〔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与实践»,庞中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美〕
布里吉特斯塔奇等:«外交谈判导论»,陈志敏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美〕路易丝戴蒙德等:
«多轨外交»,李永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印〕基尚拉纳:«双边外交»,罗松涛等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版;〔英〕杰夫贝里奇等:«外交辞典»,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印〕基尚拉纳:
«２１世纪的大使:从全权到首席执行»,肖欢荣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等.

金正昆:«外交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杨闯主编:«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李渤:«外交学»,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陈志敏、肖佳灵、赵可金:«当代外交学»,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赵可金:«外交学原理»,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
黃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钱其琛:«外交十记»,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唐家璇:«劲雨煦风:唐家璇外交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９版;戴秉国:
«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成果.①

在众多类型或形式的外交中,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这与中国外

交实践的发展关系密切.２００４年,中国外交部设立公共外交处,后来升格为公

共外交研究中心.如今,中国有全国规模的公共外交学会,一些地方政府设立

地区性的公共外交学会,不少大学设立公共外交中心,如吉林大学设立公共外

交学院.这些努力都有力推动了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国内媒体和学术界发

表的关于公共外交的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成果.在中

国学术期刊网中,以“公共外交”为主题进行搜索,该数据库最早收录的一篇文

章发表在１９５８年.从１９５８—２０００年,中国学术期刊网每年收录以公共外交主

题的文章不到十篇,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该数据增加到１００篇以上,２００９年超过

２００篇,２０１０年为４７５篇,２０１１年为６９９篇,２０１３年最多达到８９４篇,随后文章

数量开始小幅度减少,２０１４年为８３８篇,２０１５年为８２２篇,２０１６减少到７５５
篇.可以说,公共外交的研究势头已经超过对外交学的研究,让人产生这样一

种印象,即外交学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
外交学最早是从国际法分离出来的,但是,后来由于受美国国际关系研究

的影响,中国的外交学研究越来越被看作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与
国际法学科渐行渐远.国际法研究的很多问题都与外交学有密切联系,也产

生了不少优秀的成果,②但很少受到外交学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关注,两者之

间的沟通也不多.２０１６年,菲律宾将关于南海诸岛的争议诉讼到海牙国际海

洋法仲裁法庭,显示了外交与国际法之间的密切关系.外交斗争需要国际法,
国家法学界对国际法在中国外交领域中的地位有了新认识,中国国际法学会

所在地———外交学院于２０１６年创立«外交与法律»的学术期刊,试图在外交学

与国际法的沟通和交流方面搭建起一个平台.考虑到外交学与国际法之间的

渊源,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动向.但与所有学术研究一样,这个尝试能

否成功,不仅需要学界的努力,更重要的是需要中国外交实践中国际法意识的

增强和对国际法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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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著作包括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王富春、
张学斌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谢益显:«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周永生:«经济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

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熊炜:«外交谈判»,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参见黄德明:«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田:您认为当今外交学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张:当今外交学之所以能够繁荣,既有大的国际环境的原因,也有中国自

身的原因.从外部来看,国际上形势的变化是外交学繁荣的主要原因.如苏

联的解体,国际形势的缓和,消除了东西方冷战国际格局对外交这种和平手段

利用的限制;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力量的崛起,更多的国家获得独立,外
交行为体数量不断增加;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合作需求的增加以及国际组

织在解决国际议题方面作用日益突出,等等.在新的环境下,外交手段有了更

多发挥作用的机会,世界更期待使用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力量来解决国际上的

分歧.

国际格局变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是美国地位的变化和美国对外交

的重新认识.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仰仗超强的军事实

力,在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中频繁使用军事手段.美国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

胜利,但政治上更加被动,最终导致其实力下降.在此背景下,有人提出“软实

力”和“巧实力”的概念.有学者指出,这个概念提出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对外

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有问题,需要修补”.① 这里说的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正

是外交,是对美国在国际上强调实力、忽视外交做法的反思,是对外交本质的

回归.军事手段的无能,实力的下降,客观上导致了对和平外交手段的倚重.

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迎来了外交学的复兴.② 在

国际研究学会(ISA)１９９６年圣迭戈年会上,一些研究外交学的学者提议成

立外交学研究分会,次年该分会正式成立.外交学分会成立后,积极推动从事

外交学研究的学者在国际研究会的主要期刊上发表关于外交学的论文,出版

相关外交学专著,并在此基础上于２００６年创立了专门研究外交学的学术期

刊———«海牙外交学研究»(TheHagueJournalofDiplomacy).

外交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复兴给中国外交学的兴起提供了外部条件,中国

自身的变化是外交学在中国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

会,中国外交逐步改变了原来被动应付的局面,中国外交越来越主动,外交活

动越来越活跃,对外交外事人才的需求增加,开设外交学专业的学校和招收外

交学本科专业的学校在增多,研究外交的学术群体在扩大,关注外交学的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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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estJ．Wilson,“HardPower,SoftPower,SmartPower,”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
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Vol．６１６．No．１,２００８,pp．１１０Ｇ１２４．

〔英〕斯图尔特默里:«外交学的复兴»,«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２３页;〔英〕布赖恩霍

金等:«外交的未来»,«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６５页.



来越多,这推动了中国外交的研究.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以前国际上多数外交学研究者对中国并不了解,在研

究中也很少关注中国的外交实践.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中外

学术交流更加频繁,国际上一些研究外交学的学者受邀到中国进行访问或进

行学术交流,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出国门,参加相关学术活动,促进了中外外交

学界的互动和交流.由此,中国学者对国外外交学研究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也开始将中国外交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重视中国外交

的实践和经验.这也是促进中国外交学学科繁荣的原因之一.

田:中国外交学研究有哪些特点,是否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或学派?

张:中国外交学研究虽然有百花齐放,但并无百家争鸣.有学者认为,中
国外交学已经形成了流派,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赵可金在详细梳

理了中国外交学研究的状况后提出,“外交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形成

了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等流派”.① 这种看法有其自身的逻辑,是国内一种

比较普遍的观点.

我不认为中国外交学的研究已经形成所谓的学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

国际研究学界就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或外交理论.学派的形

成不仅需要主观意愿,而且需要有代表性的机构和学术阵地,以及代表性的团

队和代表性著作来宣示和证明,这是一个客观过程.如果能够称为学派,与其

他学派相比也要有显著特点.从这些角度看,中国至今尚未形成在国内具有

共识并被国际上所公认的“中国学派”或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如果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有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的努力尚未成功,自然也

更谈不上形成学派的研究群体内部的不同流派了.具体到外交学的研究,研
究成果不少,但简单重复的多,创新观点少,有些将同一个观点发在不同的文

章内,也有同一作者在不同文章中表达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更谈不上

学派.

田:有学者认为,中国研究外交学的学者群体存在采用广义和狭义外交学

概念进行研究之分,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张:中国研究外交学的学者群体确实存在采用广义和狭义外交学概念进

行研究的显著区别.所谓广义的外交学概念,是把外交与国际关系、国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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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外政策等国际研究当作一回事,将国家之间关系称之为国家间的外交关

系,把国际关系史当作外交史,把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称之为该国的外交,把
对外政策决策当作外交决策等.简单地说,凡是与国际挂钩的就是外交.狭

义的外交是把外交学看作“以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这一领域所特有

的矛盾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国家实行其对外政策的实践经验,并探索

外交行为规律的学科”.① 从理论分野的角度看,华尔兹把国际关系理论比作

市场理论,把对外政策理论比作公司理论,②那么,外交学理论应当就是销售理

论.它们之间联系密切,但研究对象有显著不同.

在进行外交学的研究时采用广义外交定义概念,从理论上讲有一定道理.

因为外交、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三者之间曾经是可以通用的.外交包括传统

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朗曼现代英语词典»认为,外交学就是“有关国际关

系的科学”.对外关系或对外政策的总和也常被称为外交,对外政策也被称为

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史也被称为外交史.如早期苏联学者主编的国际关系史

就以«外交史»命名,美国的学术杂志«外交史»等也是国际关系史.如赵可金

在根据国际关系理论的流派梳理和归类中国国内外交学研究的分野时提出,
“面对欧美丰富的外交理论成果,中国外交理论一直被笼罩在西方外交理论的

阴影之中”.③ 因此,与其说是中国外交学界已经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不如说

是中国学者在学习和追随西方,特别是美国不同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而形成的

分野,很难说这是中国外交学研究的流派.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少数人认为,作为一个学科深入发展,外交学的研究需

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独立学科体系,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任何学科

的发展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即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领域越来越窄,学
科划分越来越细,进而产生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科学分出来数学、物理、化
学和生物,随后化学又分离出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等.当然,一个分支学科的

深入发展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因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又需要跨学科的

研究,这就催生了诸如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等跨学科领域.没有分支学科研

究的深入,就不可能有跨学科的产生,正如科学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学科区分,

就不可能有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一样,跨学科研究需要建立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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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鲁毅等主编:«外交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页.
转引自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１１６—

１１７页.
赵可金:«探索外交理论的中国途径»,第３５—４９页.



个分支学科深入发展的基础上.虽然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对外政策

联系非常密切,但作为一个学科,外交学的研究要发展就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

对象,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①

狭义的外交学是以落实国家对外政策的外交实践为对象的学科.按照萨

道义的理解,外交就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

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或者简单地说,是指用和平

手段来调节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② 萨道义对外交的这种界定强调了外

交的三个要素:一是“智力”或“机智”的运用,二是“国家相互关系”或“国与国

之间外交事务”的处理,三是方式和手段必须是和平的.尼科尔松转引«牛津

英语词典»的解释说:“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

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③这个概念突出外

交是一个过程、方法和手段.

国内外交学教材和权威的词典对外交的理解多依据萨道义的概念,强调

外交是主权国家的特权,是采用和平手段对国家关系的处理.外交受国际关

系格局的限制,是对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但外交不是国际关系.外交是落实对

外政策(foreignpolicy)众多手段或工具中的一个,但外交不是对外政策.“对
外政策(习惯上多称外交政策)”是“一个国家处理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进行

对外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方针和行动准则.它是由各国政府中央决策机

构根据国际形势和战略格局的变化而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一定时

期的战略任务,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④ 对外政策是由最高领导人制定的,外
交则是由职业外交人员来落实的,两者属于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虽然联系密

切,但研究对象有所不同.

从狭义外交学的角度看,外交决策(diplomaticpolicy)是一个不科学和不

严谨的概念.萨道义在界定外交的概念后就提出,“外交这个词虽然在英语中

存在不到两个世纪,可是它曾遭到滥用或被混淆.比如说,有时它被用作对外

政策的同义词.但对外政策是政府制定的,而不是由外交家们”.⑤ 外交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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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交学学科建设的这一主张,参见张清敏:«外交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２２页.

〔美〕戈尔 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页.
HaroldNicolson,Diplomacy,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５０,p．１５．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５５页.
HaroldNicolson,TheCongressofVienna:AStudyAlliedUnity,１８１２—１８２２,NewYork:The

VikingPress,１９４６,pp．１６４Ｇ１６５．



务是用和平方式落实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国际外交学界普遍认为,“外交

部的根本工作就是收集、估计和沟通情报,”具体包括“搜集、分析和传播”信
息,提出“政策建议”“搜集和储存信息”“政策传递”,提供“服务”和“管理”职
能.① 中国学者也认为,外交部和外交部部长是“专职的外交执行机构和执行

者”,而不是决策机构.当今中国外交部的职能也都局限在这些方面.② 因此,
外交并不制定对外政策,外交和对外政策是国际研究的两个不同学科.实际

上,在美国的国际研究学会下属的对外政策分析分会和外交学分会差不多是

同时产生,只不过前者是在比较对外政策分会的基础上改名而成,后者则是适

应冷战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新建立的.约十年后,两个分会都创办了各自的

期刊作为其学科阵地,前者是«对外政策分析»(ForeignPolicyAnalysis),后
者是«海牙外交学研究».如果从狭义的外交概念出发,把外交与国际关系和

对外政策分开,中国远没有形成外交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更没有不同的学派.
田:中国外交学研究领域出现这种分野的原因是什么?
张:这种分野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学术团队和师资队伍的角度来看,

由于中国以前没有外交学专业,国内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包括新设

立外交学系高校的大部分师资,学术背景多是历史、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一

定程度上说,这是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但从学科本身的发展看,影响了外交学

学科的定位.
其次,对外交学研究采用不同概念,或侧重点不同,反映了中国外交或国

际关系研究的不同传统.狭义的外交研究是欧洲的传统,或美国以外的西方

传统;广义的外交学研究是美国的传统.外交学产生于欧洲,随着欧洲体系被

推广到世界各地,其外交传统也被扩展到各个国家.中国早期(民国时期)学
习和效仿的对象是西欧,比较重视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区别.当今美国以外的

外交学界都遵从萨道义对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区别.如尼科尔松也说,对外政

策旨在确立国家的目的,但“外交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不是一项宗

旨,而是一种方法.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但非唯一手段”.③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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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马丁梅耶:«外交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３１页;BrainHockings,“The
MinistryofForeignAffairsandtheNationalDiplomaticSystem,”inPaulineKerrandGeoffrey Wiseman,
eds．,DiplomacyinglobalizingWorld:TheoryandPractice,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pp．１２９Ｇ１３０.

鲁毅等主编:«外交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３—９４页.关于中国外交部的职

能,参见http://www．fmprc．gov．cn/web/wjb_６７３０８５/zyzz_６７３０８７/,２０１７Ｇ１０Ｇ０５.
HaroldNicolson,TheCongressofVienna:AStudyAlliedUnity,１８１２—１８２２,pp．１６４Ｇ１６５;〔美〕

戈尔 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１页.



出版的两本外交学手册都专门讨论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区别和联系,①更有外交

学研究者则强调,弄清外交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差异,是“外交学研究作为一个

学科发展最基本的条件”.②

采用广义外交学研究的学者继承了美国的研究传统.传统上美国人总将

外交与腐败的欧洲联系到一起,把外交看作欧洲欺负其他国家的“肮脏手段”,
对外交有一种成见.美国是仰仗军事实力,凭借两次世界大战所提供的机会

登上世界舞台并成为霸权国家的,这样的历史促成美国依靠军事实力处理国

际关系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格局中,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的

垄断,再加上议会外交程序复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外交在美国政治中价值的

贬低和外交学研究的衰落.③ 冷战期间,美国处理国家间关系需要的是战略家

和博弈理论家而非外交家,权力政治和战略研究成为国际研究的主流,主要依

靠“实力、胁迫、情报等现实主义资源,而很少依赖外交技巧和说服等软实力资

源”.④ 在国际研究非常发达的美国,外交通常被用作治国方略(statecraft),对
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同义词.⑤ 实力政治的主导地位压缩了使用外交这一和

平手段的可能性,外交自然也就只能成为国际关系的陪衬.近年来,中国的国

际关系研究追随美国,采取广义外交视角把外交当作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混

淆外交与对外政策的差别,把外交当作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或者把两者当作一

回事,是中国国际研究学界深受美国传统影响的体现.
田: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张:中国的外交学研究有两个悖伦,看似相互矛盾,但又密不可分,严重制

约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第一个悖论是把外交学神圣化和泛化.所谓

将外交神圣化,是因为概念不清而把所有涉外事务都当作外交,把对外事务

(foreignaffairs)或对外政策翻译成外交,把对外事务部或外务部(Ministryof
ForeignAffairs)翻译成外交部(MinistryofDiplomacy),强调“外交无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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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F．Cooper,JorgeHeineandRameshThakur,eds．,TheOxford Handbookof Modern
Diplomacy,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pp．１５Ｇ１７;CostasM．Constantinou,PaulineKerr,PaulSharp,
eds．,TheSAGEHandbookofDiplomacy,SAGEPublicationsLtd．２０１６,pp．６７Ｇ７８．

PaulineKerrandGeffreyWiseman,eds．,DiplomacyinaGlobalizingWorld:TheoryandPracＧ
tice,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p．３．

HansJ．Morgenthau,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３rdedition,
NewYork:AlfredA．Knopf,１９６６,pp．３４６Ｇ３５１．

GeoffreyWiseman,“BringingDiplomacyBackin:TimeforTheorytoCatchUpwithPractice,”in
InternationalStudiesReview,２０１１,Vol．１３,Issue４,p．７１１．

ElmerPlischke,“Treatmentof‘Diplomac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extBooks,”WorldAfＧ
fairs,Vol．１３５,No．４,Spring１９７３,pp．３２８Ｇ３４４．



“大权在中央”,外交是主权国家的行为,只有中央政府从事的涉外活动才被称

为外交,其他的涉外活动都只能被称为外事,等等.概念上的混淆和认识上的

习惯给外交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外交议题被过度政治化,成为敏感的议题,多
数人对一些议题讳莫如深.① 这种倾向限制了对外交的学理思考和对外交现

象的客观研究.
所谓将外交泛化,就是凡涉及国外或对外交往的活动都被笼统称为外交,

外交的泛化导致外交学成为一个容易出名曝光的显学.公共外交、文化外交、
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等不同形式和领域的外交应运而生.这种趋势虽然使外

交学研究的面铺得越来越大,但似乎并没有推动外交学研究的深入.以当今

外交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公共外交研究为例,当前中国的公共外交学会、学
院、研究院、研究中心,以及其他热衷公共外交机构如雨后春笋.这种现象的

一个后果是,不少人认为政治(外交)关系不好,或者国家形象不好,通过公共

外交,借助媒体手段努力包装,一切都可以好起来,违背了外交的本质和规律,
其结果往往并不理想,甚至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② 针对外交学研究泛化

的状况,国外学者提出,“我们必须停止对创造‘新型’外交的迷恋”.③ 有学者

提出,“如果什么都是外交,那么外交什么也不是.一个概念不断扩大最终将

变得毫无意义,”呼吁“真正的外交站起来!”④

第二个悖伦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两张皮”和“混为一体”.外交学是

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外交谈判、调停和斡旋、外交调研与办案、领事保护

与外事管理、外交制度乃至外交礼宾和礼仪等,都是外交学中实践性很强的内

容.离开了外交实践,外交学科学建设就很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外交学历史

上的大家,如格劳秀斯(Hugo．Grotius)、黎塞留(CardinalRichelieuRicheＧ
lieu)、卡利埃(FrançoisdeCallièresCallieres)、威克福(AbrahamdeWicqueＧ
fort)、萨道义、尼科尔松等外交学领域的巨擘,既是历史上外交活动的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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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敏:«外交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第１—２２页.
IngriddHooghe,“TheLimitsofChinasSoftPowerinEurope:BeijingsPublicDiplomacyPuzＧ

zle,”ClingendaelDiplomacyPapers,No．２５,２０１０;TsanＧKuoChangandFenLin,“From Propagandato
PublicDiplomacy,AccessingChinasInternationalPracticeandItsImage,１９５０—２００９,”PublicRelations
Review,Vol．４０,No．３,２０１４,pp．４５０Ｇ４５８;MartinDavidson,“ChinasSoftPower,AComparativeFailure
ofSecret Success,”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chinasＧsoftＧpowerＧcomparativeＧfailureＧorＧsecretＧ
success,２０１７Ｇ０８Ｇ２９．

ShaunRiordan,“StopInventing‘NewDiplomacy’,”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stopＧinＧ
ventingＧnewＧdiplomaciesJun２１,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Ｇ０８Ｇ２０．

KatharinaE．Höne,“WouldtheRealDiplomacyPleaseStandup?”http://uscpublicdiplomacy．
org/blog/wouldＧrealＧdiplomacyＧpleaseＧstand,July５,２０１７,２０１７Ｇ０８Ｇ２０．



也是外交学的思想家.
在中国的外交学研究中,存在着学者和实践者之间相互脱离的问题.中

国既没有学者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也缺乏实践者与理论工作者有效

沟通的渠道.学者没有实践经验,大多数外交学研究不免有太多的知识分子

纸上谈兵之气.而实践经验丰富的外交工作者,很少或很难将自己的经验升

华到理论高度.如前述的外交学理论著作和教材,以及有实践经验的外交人

员的回忆录之间,鲜有互相借鉴的内容.另一个切身体会的例子是,请一些具

有外交实践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做兼职教授,讲授外交学.大部分能够讲授一

些亲身经历、珍贵的逸闻趣事,也可以分享自己的非常有价值的体会和感受,
但若期待他们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则是一个过高且不符合实际的

要求.
这个悖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外交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联系太密

切.与西方国家研究相比,中国多数所谓从事国际研究的学者,特别是自认为

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学者,多喜欢从事规范性的政策研究,特别是那些在具有中

国特色的国际问题智库、从事国际研究特别是外交研究的学者中,热衷于政策

解读,而相关政府部门喜欢那些能够将政策包装成研究成果,以学者方式按照

内宣思路对外宣传的人.结果是研究者或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或研究客体混

为一谈了,制约了学术意义上理论的产生.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外交学研

究就很难有自己的理论.
当然,这种悖论是国际外交学界与中国外交实践面临的众多类似问题的

一个缩影.如在当今的国际外交学研究领域,一个共识是外交在复兴,但随着

外交形式越来越多,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变化,对外交概念的把握更加复

杂,到底外交是什么越来越不清楚了,因此,外交也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

机.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外交工作越来越重要了,中国外交也越来越活跃,但
外交部的地位在下降;①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却越来越强调中国外

交的特色和风格.中国外交学研究所面临的这些悖论是当代外交学发展时代

特点的反映.
田:目前,国外外交学研究的进展如何?
张:当前,国外外交学研究很活跃,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新特点或新趋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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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ingSun,“GrowingDiplomacy,RetreatingDiplomats:HowtheChineseForeign Ministry Has
BeenMarginalizedinForeignPolicymaking,”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Vol．２６,Issue１０５,２０１７,
pp．４１９Ｇ４３３．



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外交学复兴是由小国主导和推动的.① 这是外交学研究中最明显特

点.虽然美国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引领和推动当前外

交学研究发展潮流的主流并非美国学者.例如,１９９６年,在国际研究协会

(ISA)圣地亚哥年会上提出倡议、推动设立外交学分会的主要学者是英国人夏

普(PaulSharp)、荷兰人梅里森(JanMelissen)、以色列人科恩(RaymondCoＧ
hen),美国前外交官斯坦普尔(JohnStemple)和戈德斯坦(ErikGoldstein)等.

１０年后,他们创立了专门研究外交学的学术期刊———«海牙外交学研究»,该刊

编辑部一直设立在具有外交传统的小国荷兰,两位主编分别为梅里森和夏

普.② 近年来,外交学研究领域出版的代表外交学发展最新成果和基本趋势的

三本书分别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当代外交学手册»«全球化时代的

外交:理论与实践»和«赛格外交学手册»,三本书的编者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
而是具有外交传统国家的学者,他们是当今外交学研究的主力.

欧洲小国学者是当今外交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如２００４年赛格出版

社出版了三卷本的«外交»文选,分别是«外交理论»«外交历史»和«当代外交的

问题与议题».③ 这套丛书梳理和挑选不同阶段国际上关于外交学研究的主要

代表性成果:第一卷介绍和回顾关于外交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包括外交的概

念、渊源、功能、理论等问题;第二卷内容是三百年来外交的演变,包括从“旧外

交”到“新外交”发展变化的历史;④第三卷集中探讨在新的环境下外交的变化、
连续性、面临的挑战等,也包括对外交复兴与危机之间的争论、新的非国家行

为体在外交中的地位、当代外交的方式和方法等.这套书出版十年来,外交学

的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产生了一批新成果.２０１３年,该出版社再次出版四卷

本的«国际外交学»,收集和编辑了过去十年外交的发展历程及当今外交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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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交的传统和小国在外交复兴过程中的作用,参见张清敏:«外交本质和崛起大国的战略选

择»,«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１—３４页.
参见该期刊的网页http://booksandjournals．brillonline．com/content/journals/１８７１１９１x,２０１７Ｇ１０Ｇ

０５.
ChristerJönssonandRichardLanghorne,eds．Diplomacy:TheoryofDiplomacy,Vol．１;History

ofDiplomacy,Vol．２;ProblemsandIssuesinContemporaryDiplomacy,Vol．３,SAGEPublicationsLtd,
２００４．

这里所说的外交史或外交的历史,与人们所熟悉的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有根本不同,与国际关系史

相同的外交史,讲述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发展历史,而外交学研究的外交史,或“外交的历史关注的是外

交作为一种制度的发展变化,包括其有型的安排,外交职业的产生、发展,演变成为一个完善的、成员具有明

确的权利和义务的外交职业的演变过程”.参见 ChristerJönssonandRichardLanghorne,eds．,DiplomaＧ
cy:HistoryofDiplomacy,Vol．２,p．１.



展的成果.每一卷都集中于外交学研究领域的新的方向,第一卷为«外交制

度»;第二卷为«多元文化下世界的外交»;第三卷«多元主义的外交———行为体

的变化,领域的发展和新问题»,第四卷«公共外交».①

这种状况与外交在他们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或国家对外交的重视程度密切

相关.小国因为实力有限,在国际上没有太多的武力可用,因此只有依赖外

交,也就重视外交.这些国家政府对外交的重视带动了学者对外交学的研究,
学者的研究反过来又进一步服务于这些国家的外交实践.这些国家力量虽

小,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当前,外交学研究中几个具有影响的项

目,如“未来外交”“整体外交”和“数字外交”等,都是由小国外交部资助的.
外交学研究的阵地也不在美国,具体来说,在这些学者中有两个中心或两

个主要流派:一个是以西欧、北欧小国为中心,成员包括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的一些学者,代表作是«全球化时代的外交:理论与实践»«赛格外交学手册»
等;另一个中心是工作在加拿大的一批学者,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多数

曾经是外交官,一般都有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工作的经验,在离开外交实

践后致力于外交学的研究.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

力,而是主张对一切分歧和冲突都使用外交的手段,其代表是«牛津当代外交

学手册».
第二,就外交的议题而言,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是外交学研究的一个

新领域.传统外交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是为落实国家对外政策、实现

国家利益的手段.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不断加强,利益相互

交织.在处理众多的全球性问题的时候,如气候变化、全球卫生、恐怖主义、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动员必要资源的权威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但是问题

的根源、规模及解决问题的潜在方法和手段都具有跨国性,有些是地区的,有
些是全球的.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全球治理就是在没

有全球政府的情况下对全球的管理,或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合作解决问题的一

种安排.治理包括规则(法律、规范和行为规则)及由各种不同的行为体(国
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的实体)共同(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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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机构和实践.① 全球治理需要更多行为体通过和平方式参与、沟通和谈

判,也就是需要通过外交方式实现目标.
全球治理为外交发挥作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在

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职业外交提出巨大挑战.从外交作用的前景来看,全球

治理推动多边外交的更加活跃,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

银行等传统多边机制的作用在增强,全球合作的需求也促成更多新的全球多

边外交机制的产生,如“２０国集团”、“金砖国家”首脑会晤机制、亚太经合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气候变化会议、核不扩散峰会等.这些多边机制受到关注的是

首脑会议,但每个机制内部都有多个层次的磋商机制,这推动了多层次或多轨

外交的兴起,而且每次多边首脑会议期间,都有各种民间的抗议声音和活动相

伴,这些民间力量逐渐被看作是当代外交新的行为体.对传统外交制度的挑

战表现为,外交议题的专业化对外交官的专业化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产生了

跨职业的外交(transprofessionaldiplomacy).② 随着外交在全球治理中的作

用不断增强,全球治理和外交已成为外交学研究的新热点,包括牛津大学在内

的多所欧洲大学设立了全球治理与外交学硕士项目,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设

立全球治理创新研究中心.这些项目和中心的学者多是从事传统外交学研究

的人员.
第三,对外交概念理解有了新发展.全球治理中对外交的需求是外交学

发展趋势的一个集中体现,但外交学研究或外交本身在全球治理之外也经历

着变化.随着外交形式、领域和行为体的增加,国际外交学界对外交的理解已

经不再强调其作为国家政策手段的地位和作用,而是强调过程.从目的上来

看,外交仍然被理解为落实对外政策、追求国家利益的工具,但越来越多的外

交学研究者认为,外交的目的是建立可持续的世界和平与秩序,外交就是一个

寻求利益结合点、化解分歧、建立关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代表”“沟通”和
“谈判”三个主要功能.③ 例如,国内学界一般用利用经济手段实现外交目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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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交手段追求经济目标来界定经济外交,①对很多其他形式的外交也都是

按照这种思路界定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把经济外交理解为在经济领域通过

和平方式沟通、交流和谈判取得结果的过程.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上被认为

是经济外交主要手段的制裁和援助都不再被看作是经济外交.②

第四,外交学研究中对外交行为体的认识在扩大.虽然主权国家仍然是

外交的主要行为体,国际主流的外交学研究已经不再将外交的行为体局限于

主权国家.多数学者认为,外交也发生在不同群体、民族、社会之间,这在非传

统外交领域表现得尤其显著.例如,在卫生领域,一些非国家的基金会对世界

卫生组织的资金捐献已经超过主要国家,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多次讨论非国家

行为体在外交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根据这样的形势发展,比较广泛被引用的

卫生外交的概念认为,“全球卫生外交是指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为了提高全球

健康,试图通过协调和策划旨在提高全球健康水平的政策解决方案的实践”.③

第五,外交学研究视角多元化.传统的外交学是从国际法分离出来的一

个学科,现在不少学者把外交学当作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近年来,为适应形势

发展的需要,外交学研究更多地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结合起来.比较新的

方法是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新看待和认识外交行为.这些视角

把外交学当作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过程和手段,而非仅仅是主权国家落实对

外政策的工具.这样就把外交学的发展历史追溯到更远的时代,如早期外交

学的研究一般把外交追溯到古希腊,但现在的外交学研究往往被追溯到更早

的两河流域,人类学家把外交学的研究追溯到有人类活动开始.社会学理论

则从社会演变或社会关系角度看待和研究外交学的发展历程和新的发展

趋势.
田:根据国际上外交学发展的趋势,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外交学未来的发展

前景? 应该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或者如何实现周恩来总理提

出的外交学研究中国化的目标?
张: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过:“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自己

的外交学,系统的、科学的外交学.”④冷战期时期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中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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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关系严重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发展,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无从谈

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外交越

来越活跃,但建立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２０１６年,戴秉国呼

吁,“中国理应着手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思想内涵深厚的外交

学理论体系”.①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外交学的“中国化”,到改革开放以后

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外交学或国际研究学界

面临的重要任务.尤其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外交日益活跃的

情况下,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学学界所面临的任务,也是国外交实践发展的

需要.
我觉得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或实现外交学的中国化,需要厘清两个

基本概念:第一,厘清对理论的不同理解或弄清楚要建设哪种形式的理论.北

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王缉思教授在梳理和比较中外学者对理论的理解后

说,在西方“一项政治学理论应是试图解释社会现实的一个或一组命题”,“在
中国的政治词汇里,‘理论’指的是意识形态或指导行动的思想原则.”②持类似

观点的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称前一种理论是“知识导向的理论,可以界定为一

种理解世界的观点,是知识创造和再创造的成果”,后者属于“行动导向”的理

论,可以“把理论界定为行动指南.”③

两种理论之间有密切联系和内在逻辑,只有那些科学系统解释了社会发

展规律的理论才能成为行动指南的理论.如«辞海»在解释理论时说,“科学的

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理论,是客观

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

的行动.”④中国之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因为它“懂得了客观世界的

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

改造世界”.⑤ 按照同样的逻辑,能够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一定是能够揭

示、解释和预测外交实践发展规律的理论.
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作为行动指南的理论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理

论.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理论:从“一边倒”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再到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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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
及当下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政策和理论双重功能和

属性.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它们既指导中国外交实践,也指导中国的外交

学和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从对外政策与外交的关系看,这些理论都是以对

外政策式的方式提出来的,中国外交是落实这些对外政策的工具和过程.

作为知识的创造者的外交学研究者,其研究对象“是以国家对外行使主权

的外交行为这一领域所特有的矛盾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国家实行其

对外政策的实践经验,并探索外交行为规律”.① 将外交工作者落实对外政策

的外交活动,或他们在领导人提出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研究对

象,总结规律,并提出能够解释这种实践的过程,是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

程,也是创建知识导向理论的固有路径.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外交学研究者

的任务,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才可以成为指导外交实践的理论.
如果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把自己与研究对象即作为研究客体的外交

实践者混为一谈,致力于对政策性理论的落实,不去对落实政策的实践过程进

行分析,就不能创造出知识导向的或者解释和预测外交实践发展规律的理论.

换句话说,研究者不能在坚持或落实一种理论同时,去提出另一种指导实践的

理论.只有把中国外交实践当作研究的对象,把外交人员和外交机构落实政

策,或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当作研究对象,把学理研究和政策研究分开,才能

创造知识导向的理论.完成这种使命的困难在于,外交的政治性及中国外交

学与政策的关系,很难把外交当作一种客观实践去研究.

第二,要处理好外交的共性与中国外交的特色问题.外交是对国家之间

关系的处理,外交实践具有共性或国际性,因此,外交学的研究必须有国际视

野,突出外交的共性,而不是特殊性.如人们所熟悉的晚清末期东西方秩序首

次碰撞时所发生的礼宾礼仪之争,就是外交规范的冲突.当代外交规范的发

展经历了从地区到全球、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形成了世界所有国家所普遍接

受的基本外交规范.这些规范集中体现在«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

领事关系公约»,以及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外交是和平落实对外政策的手段,和平是外交的本质,是所有国家外交的

共有特点,而不是任何国家外交的特色.任何国家一旦在落实对外政策的过

程中放弃和平手段,就不再是外交手段.因此,和平是外交的共性,而不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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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家外交的特色.

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具有共性或世界性.但是,社会制度和历史传统不

同的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在落实对政策过程中对外交手段的利

用和依赖程度也不同,外交在不同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不一样,甚至对外交人员

的生活方式的要求也不一样,也就具有了所谓外交的国家特色,但这种特色必

须在比较后才能形成.例如,鉴于外交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多数国家对外交人

员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有的国家会要求外交官办理外交业务,必须要两人

同行;有的则规定大使在常驻期间必须经常到驻在国的不同地区进行考察,但
必须一人单独行动,不能有随从人员.前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后者则是出

于经济上的考虑.只有掌握了共性,通过比较才能显出特性,显示出不同国家

的外交特色.

中国外交是落实中国对外政策的.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中国外交的

国际性在增加.但中国外交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为了落实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外交需要有国际视野,也要坚持有中国立场,

这就形成了中国外交的特色.例如,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
近平强调,“我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随后«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

文章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人类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外交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外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我国独特的对外工作理念上,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外交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对我国对外工作来说,这是管根本的一条.中国外交不仅要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服务,也要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安全服务.”①这种特点只有在比较以后才看得更

清楚.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对外政策,这是形成不同国家外交特色的关键

和原因.但是,作为知识导向、解释现实规律的理论不能只解释一个国家的外

交实践.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绝不能仅仅解释中国国

际关系或外交实践,而是要解释所有国家的外交实践.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已

有外交理论的掌握、消化,并根据形势变化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新理

论.赵可金认为,“外交学中国化必须坚持以世界外交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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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不可能违背世界外交的一般规律.相反,外交学的中国化,首先必须以主

动接受和适应现代外交学的一般规律”.“将中国外交放在全球外交的时空背

景下,把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产生

中国的外交理论.”①这是一种非常中肯的认识.
弄清楚知识导向理论和实践导向理论的关系,明白外交的共性或世界性

与外交特色的关系后,可以为中国外交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启示.
作为落实中国外交理论的外交实践者,作为落实对外政策的外交工作者,必须

清楚中国外交的特色,否则就失去了中国立场和中国观点.但是,作为把外交

工作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和知识来源的创造者在进行学理研究、理论创造的时

候,必须具有国际视野,与国际接轨.这里需要强调,与国际接轨绝对不是与

美国接轨,向美国学习,而是要摆脱或减少美国国际研究的影响.美国凭借实

力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忽视外交,是中国的批评对象而非学习对象.中国

要创造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需要是向那些重视外交的国家学习,从外交学

思想家那里寻求学理营养,否则,外交学理论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同时,外交学研究者也要密切关注当今外交实践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特点,关注

不同国家的外交特色和风格,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思想内涵深厚”而且具有

“和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从这个角度看,建设中国特色外交学

理论这一任务仍然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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